广州解放前夕的穗港地下交通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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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她是年轻美丽的富家小姐，父亲曾是国民党高官，后弃政从商，富甲一方，谁也想不到她的另一个身份竟然是中共情报人员。她利用自家背景，建立起了广州解放前夕的穗港地下交通线，一次次冒死在广州和香港之间传递情报，为广州解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她的名字是方郭良。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后，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已被基本消灭，蒋介石宣布“引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胜利已势不可挡。
1949年4月，国民党当局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22日，我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从1000余里的战线上，冲破敌阵，横渡长江，先后解放南京、上海、武汉等地。国民党政权首脑机关南迁广州，代总统李宗仁、行政院院长兼国防部部长何应钦等军政要员均逃至广州。广州成为了国民党政府的战时“首都”，也成为了国共双方统揽全局的关键点。
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后，一方面调集兵力负隅顽抗，另一方面制订了对广州进行大破坏的计划，提出“总撤退、总罢工、总破坏”的口号。为了使人民的财富在灭亡和新生的大变革中减少损失，为了使广州解放后的接管工作顺利进行，广州地下党决定加强对国民党在广州的党、政、军、财、经、文等部门以及工厂、企业的人事、设备、物资、资金等情况的搜集，整理成接管情报或编造成接管底册。同时，急需设立1—3条到香港的交通线，迅速地把这些情报安全地送到当时设在香港的华南分局城委。时任中山大学地下党负责人胡泽群，在历经近两年对当时在中山大学读书的地下学联成员——方郭良的观察和培养后，将这一重任交给了她。
方郭良，出生在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其父方人矩，在抗日战争期间曾跟随薛岳，先后担任过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驻广州后方办事处主任、湖南省贸易局局长、湖南省民生物品购销处处长等职务。抗战胜利后，他弃政从商，时任广州航运公会理事长，经营的联兴船务行有船只航行于穗港之间，在穗港两地还有进出口公司、钱庄等生意和房产，与当时统治广州的国民党主要军政大员交情颇深。并且时任国民党广东省主席的薛岳又是方郭良的堂姐夫。方家兄弟姐妹10人，其二哥方迪槐在连县广东文理学院附中念高中时，结识了一些共产党员，读了一些进步的书籍。回家后，他常常同方郭良分析社会现实，讲述革命道理。因为自家二哥的关系，年幼的方郭良了解到当时的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只有彻底变革这个社会，贫富不均、男女不平等等社会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还知道了中国共产党就是领导人民起来变革这个社会，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里没有人压迫人的现象，并且男女平等。从那时起，“向往革命，敬仰共产党”的种子就开始在方郭良心里生根发芽。1947年初，方郭良在中山大学先修班学习，而其在中山大学物理系读书的二哥马上要出国了，她顿时感到失去了领路人。在二哥远行的前夕，方郭良要求二哥帮助她离开家庭，到解放区去。二哥说：“你别急，过些日子会有人找你。”二哥走后不久，３月的一天，方郭良收到一封信，要她将自家二哥留在家中的一本《资本论》送到广中路７号楼２楼。她即刻按信中所说的地址把书送去了，也因此见到了写信人——时任中山大学地下党负责人胡泽群。
虽是初次见面，但是方郭良凭直觉认定胡泽群一定是共产党员。因此，年仅18岁的她便迫不及待地提出自己一直以来的诉求：“我要参加共产党，我要去解放区！”胡泽群微笑着拿出一份手写的《爱国民主协会章程》和一份《秘密工作条例》给她看，并说道：“先参加这个协会，好吗？”当方郭良看到章程上写着“协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秘密组织”的字句时，立即表示愿意参加。胡泽群又说：“你还是留在广州好，暂时不要去解放区。”正是这次送书，让方郭良找到了党的地下组织。
1947年秋，方郭良考入中山大学农学院后，除了胡泽群继续联系她之外，胡的爱人梁耀端（中大地下党的女学生工作的负责人之一）也与她取得了联系，以便开展工作，使她接受党的教育，坚定政治立场。
1949年３月，方郭良正式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5月的一天，胡泽群找方郭良谈话：“我解放大军已经南下，国民党反动派的末日就要到来，广州快天亮了。为了使大军进入广州后能立即有计划地进行接管，我们已经在积极搜集和整理有关接管情报。现在需要有专人把这些情报带去香港。这项任务组织上想交给你，怎么样？”并告诉她，这是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若因交通问题送晚了，情报就无法带出去。接着他又说：“你暂时从中大撤出去，与熟悉的同学尽量少来往。可以利用你父亲的关系，开辟一条能把情报带去香港的安全稳妥的路线。办得到吗？”方郭良兴奋地回答道：“行，我接受任务！”从这时起，她就把胡泽群、侯瑞珍1等人交付给她的有关接管广州市的情报，想方设法带去香港交给华南分局城委。
为了完成广州地下党组织交付的重任，将党的秘密以最快捷、最安全的方式传递出去，如何搭建起一条稳妥的穗港地下交通线成了摆在方郭良面前的首要难题。她在胡泽群的指示下，想到了利用父亲方人矩的关系。自抗日战争后期开始，在方郭良二哥的开导下，她父亲的态度已开始有了变化，特别是南京解放后，其父看到国民党的垮台已成定局，认识到“脚踏两条船比死踏一条将要沉没的破船强”。那时经常有一些中大同学（有的是地下党员，有的是地下学联成员）需要撤离中大转移到香港或解放区去。他们在转移过程中有的人曾到方家暂住。其父对此类事情从不干预，也不追问，显然已是“心照不宣”了。
初次执行任务前，方郭良想乘坐父亲经营的穗港间的客船来携带秘密情报。因为她以方人矩女儿的身份乘坐父亲的船只出行往来，不易引人注意。万一遇上反动军警上船搜查，她还可以乘机躲到船上账房里或其他不引人注意的地方，避开搜查。总之，回旋余地很大。于是方郭良便向胡泽群谈了自己的想法。胡泽群听后表示同意，并对她的行动做了审慎、周密的指导。胡泽群叮嘱她：“第一次先探探路，不带任何情报。乘船到香港后，尽量不上街，也别和当时逗留在香港的中大同学来往，在家里等候，组织会派人与你联系，一旦接到通知就立即返回广州。”在乘船探路时，方郭良有意识地主动去接近船上的账房先生和伙计，以便与他们建立友好的关系，为她今后的行动提供方便；同时，方郭良还注意仔细观察船上的设施和陈设，以便一旦遇上反动军警搜查时，可以把情报藏在适当的地方。经过初次实地探查，方郭良心里有了数，顺利地搭建起了广州地下党组织的穗港水上交通线，多次完成了党组织交给她的传递信息的重任。
后来，方郭良又留意到其父因商务关系，常隔一两周就往来于穗港之间。他嫌乘船费时长，总是乘飞机。当时乘坐飞机的大多是国民党的达官显贵，故反动军警对搭乘飞机的乘客特别客气，一般不检查，更不敢搜身。方郭良便将这一新情况向广州地下党组织作了汇报。上级研究后认为利用这一渠道带情报更安全，便委派方郭良开辟往来穗港的空中交通线。于是方郭良便向父亲提出，有时需要随同父亲一道乘飞机去香港。父亲既不问她为什么，也不表示反对。这样，党的穗港空中交通线就顺利地建立起来了。
为了稳妥，方郭良随父亲乘飞机去香港时，不断变换她的打扮和携带情报的方式。有时，完全是个女学生打扮，穿一身素色旗袍，两条辫子垂到腰间，手里提着当时女学生带的小藤书夹，书夹内装上她的课堂笔记本，把情报夹在笔记本内，像个去香港度暑假的学生。有时，她穿得很讲究，打扮成一个娇贵的千金小姐，把两条长辫子绕成一个“Ｕ”字形，在辫子的两端各系上一条蝴蝶形的彩色丝带，把情报放在一个漂亮的长方形小铁盒内，再盖满色彩缤纷的绸缎丝带，把铁盒放在装着华丽衣服的小箱内。有的情报纸张很薄，她就把它们分散藏在鞋垫里。
随着广州解放的日子日益临近，国民党反动派更加疯狂了，有时对乘飞机的旅客也进行检查。有一次，当方郭良跟在父亲后面，正要从候机室步入停机坪时，站在候机室门口的一名稽查警突然把她叫住了：“小姐，请打开箱子看看。”她心里一怔，却泰然自若，大大方方地把箱子打开，让警察检查。当稽查警看到方郭良箱子里那个漂亮的小铁盒时，竟要她打开看看。方郭良镇定自若地打开了，并佯装不悦地说：“这是我扎辫尾用的丝带。”警察点点头，没动手去翻那个装着情报的小铁盒子，就让她过去了。原来，警察只是随机抽查，并不是已经发现了线索，这也让方郭良松了一口气。当时方郭良之所以能够如此镇定、毫不畏惧，正是因为胡泽群自第一次与她见面起就一直对她进行革命气节等方面的教育，使方郭良有了为党的事业不惜做出任何牺牲的思想准备。
后来，她又想出一个更巧妙的护送情报的方法。当时其父方人矩常收到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一些要人给他的信函，这些信封上面都印有“广东省政府缄”几个大字。方人矩拆看后常常随手把这些大信封扔进家中的废纸篓里。方郭良就把这些信封收集起来，把要带的材料装进信封内。待汽车从家里开出，驶往去机场的路时，她便对父亲说：“我帮你提公文包。”然后她找机会把那些装有情报的信封夹进父亲装有其他公文、信件的公文包中。进候机室时，她把公文包交还给父亲自己提。到达香港，下了飞机，她再替父亲提着公文包。待回到香港的家中后，她便把那些装有情报的大信封取出，按照组织的安排，交给当时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的潘明丽，再由她转交华南分局城委。
方郭良最后一次带情报去香港，广州已临近解放。国民党反动派在人民解放军大军压境的形势下，加紧了对人民的镇压和搜捕进步人士，那时的广州常常通宵戒严和搜查。胡泽群把最后一份关于广州解放的情报交给她时，严肃地对她说：“天快亮了，敌人狗急跳墙，局势很紧张，你要加倍警惕，别以为利用你父亲的关系做掩护就万事大吉，麻痹大意。谢瀛洲（国民党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的妹妹出了事，你这次去香港后就暂留在那里，别回来。”同时，他严肃地告诉方郭良：“你今年３月提出的入党申请已被批准，入党时间就从３月份算起，现在已来不及、局势也不允许举行入党宣誓仪式了，以后再补吧。”方郭良听后兴奋极了，认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更重了。她激动地对胡泽群同志说：“万一我出了事，我决不叛党，请您放心！”
方郭良胜利地完成了携带最后一批材料去香港的任务后，就按胡泽群同志的指示，暂留在香港，很快又接受了党交给的另一项新任务。直到广州解放后，她才乘坐港穗第一班直通火车回到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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